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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家精神或者领导能力无疑是重要的，企业依据经营者的权限，对难以预测的环境状态进行适应，并且在经营过程

中，各种利益相关者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供知识和技能。本文从企业家精神或领导能力的视角重新认识经营者的权限，运

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分析环境变化如何催生企业制度的变化的问题。意识到变革必要性的经营者，应该通过对现存业务过

程的监督，在维持运营效率的同时，以其新颖的构想为基础，来变革组织或者业务领域。本文方法论基于比较制度分析(CI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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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拥有意识亦不拥有肉体的企业，能够在环境变化中存续和成长，需要有将资本运营人格化的经营

者或企业家。经营者或企业家存在的意义，在于明示企业前进方向及愿景,并将其转化为经营战略渗透到组
织每个成员的活动。其具体的课题，就是如同做典型的 SWOT分析那样1，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即在识别
出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的同时，充分理解内部资源的优势和劣势，将企业自身资源与环境中存在的机会

进行整合。发现和利用这种机会的能力是和企业家精神分不开的。对此，正如 Langlois (2005)所指出的，
企业家精神→计划和命令，与进行有效经济活动的组织革新密切相关，是企业存在的根本。 

企业家精神或者领导能力2无疑是重要的，学术界对此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Baumol (1968 p64)认为 
“企业家是构成经济分析主题的要素中，最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又最难捕捉的成分。 科层组织在进行企业行
动决策时，对产业社会的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企业家长期以来被认为处于科层组织的顶点” 。在企业实践
中，企业家经常被冠以经营者、经理或者管理人员的称号。总之，在通过市场实现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经济

学的框架中，这些要素长期被视为是不适合或者不必要的。相反，奥地利学派中 Schumpeter关注经济发展
中企业家的作用，Kirzner则强调发现市场中事业机会并实践的企业家特性3。 

企业依据经营者的权限，对难以预测的环境状态进行适应，并且在经营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者通过

人力资本投资，提供知识和技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企业同时具有能力的集合体和作为由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所创出的制度复合体的双重性质。本文从企业家精神或领导能力的视角重新认识经营者的权

限，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分析环境变化如何催生企业制度的变化的问题。意识到变革必要性的经营者，

应该通过对现存业务过程的监督，在维持运营效率的同时，以其新颖的构想为基础，来变革组织或者业务

领域。为了解决这种维持和变革的矛盾，从产品开发到市场营销，充分利用全员的知识固然必要，但居组

织整体高度的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尤不可少。但本文拟将着眼点置于作为领导企业变革的经营者或高管人员

的作用—经营职能的论述上。因此，必须对以不确定的环境变化为前提的经营者作用，即经营职能进行深
入探讨。本文方法论基于比较制度分析(CI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下面对该方法的特征予以
阐明。 

1 比较制度分析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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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该种分析方法的详细论述请参阅 Andrews (1987)、Ghemawat (2001) 。 
2
 本文中把这些词语作为相同的意思来处理。 
3
 例如，请参照 Schumpeter (1934)以及 Kirzner (1973)。 



比较制度分析是制度研究的一种范式，其代表人物为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4。该分析方法以博弈论

为分析工具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集中分析经济制度的演化与多样性。不仅在经济学，而且在经营学、
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丰富成果。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经济中整体

制度配置(overal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为多重均衡来理解的共时性问题；另一个是
把制度视为一种均衡，在承认变化的事实上理解制度演化机制的历时性问题。特别是现实世界中，关于为

什么特定的制度，在特定的经济中能够实现演化，通过博弈论完全解释是不可能的。为此，有必要依据现

实信息和历史信息的收集。由此，既强调理论模型构建，又强调现实的信息收集或验证的比较制度分析，

被称为交互式研究方法（Aoki，1996; 青木、奥野，1996）。与此同时，将目光聚焦于制度的互补机制是必
要的。另外，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域(domain)，域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参与人集合；另一
个是每个参与人所面临的技术和意识上可选择的行动集合5。在所有的域中，每一个参与人对别人的策略选

择进行预测，并以此为基础选择有利于自身报酬最大化的策略。经济由多个域构成，而存在于各个域之间

的制度的共识性集合，构成了整体制度的配置。 

比较制度分析所依据的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接受者的世界相比，聚焦于参与者之间战略的

相互作用，提供制度分析的语言。尤其是意味着自我约束的相互最适反映的纳什均衡，是一个在经济中可

能存在多个均衡制度的整合性概念 。例如，在战后的日本，金融域中是主银行制度，雇佣域中是长期雇
用制度，这两种制度至少在 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前，各自达到纳什均衡并得以维持。可是，就企业而言，
可以通过在在市场上发行股份或者公司债来代替银行融资。另外作为取代内部培养人才的策略，可以考虑

基于短期雇佣关系，从劳动市场上调配拥有技能和经验的人才。即在各自的域，通过对博弈参加者期待的

协调，可能生成另外一种均衡。因此，在考虑整体的制度配置时，不但主银行制度和长期雇用制度的组合

存在，直接金融和短期雇用的组合也可能存在。 

将以上的论述概念化，就开发出了能够有效地分析制度相互依存机制的框架，即“制度的互补性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假设有两个域 F 和E，分别存在着均衡 Σ’ 、Σ’’和 Λ’、Λ’’。可是域 F 中
的均衡 Σ’ (或者 Σ’’)，只有在域 E 中的均衡 Λ’ (或者 Λ’’)生成下才能够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多重纳什均
衡(Σ’, Λ’) 和 (Σ’’, Λ’’)存在时，Σ’ (或者 Σ’’)和 Λ’ (或者 Λ’’)之间构成了制度互补的关系。进一步，在考察
和历史有关的路径依存性的情况下，生成的整体制度配置也许并没有达到帕雷托最优。为此，我们假设均

衡(Σ’, Λ’)是达到帕雷托最优的整体制度配置。并且，与域 F的参与者的收益 uF (Σ’, Λ’)比收益 uF (Σ’’, Λ’’)
大相对应，域 E的参与者的收益 uE (Λ’, Σ’) 比收益 uE (Λ’’, Σ’’)大，此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域 F中 Σ’’
被选择，如果其成为域 E 的制度环境的话，那个参与这就会选择 Λ’’，最终，整体制度配置可能带来帕雷
托低效6。 

这样，比较制度分析通过明确在不同的域之间存在制度互补性时，帕雷托低效的整体制度安排有可能

出现或延续(Aoki 2001, 命题 8.1)，说明了制度存在着逆机能和依存于惯性的特征。那么，什么是制度呢？
其性质又如何？首先，制度拥有制约和协调的双重性质。制度通过协调参与人的信念，不但制约着参与人

的行为选择，而且还能够通过节约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处理成本扩大参与人行为的可能
性。 

在此，本文提出比较制度分析的制度观。简单地说，所谓制度，既是一种共有信念又是一种均衡的概

要表征。即，博弈的均衡是参与者共有的自我维持的信念，它通过概要表征——暗默的或者表征方式的，
使其间的协调成为可能。均衡的显著表征,通常为法律、政党的宣言、企业的准则表征方式等形式。不过在
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下，必须注意只有参与人在现实中接受这些表征方式，其才能成为制度这种制度的实

效性。也就是说，即便是经营者聘请外部的专家或知名人物创作出多么优秀的企业伦理法典和整体计划，

如果得不到组织成员的认可，难以具有实效性，亦不能把它视为制度。 

                                                        
4
 对比较制度分析的发展卓有贡献的研究有 Paul Milgrom 教授，John Roberts 教授，Avner Greif 教授，奥野正寛教授，

以及岡崎哲二教授等。本文主要依据 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oki 2001) 所提供的比较制度分
析体系。 
5
详细请参照 Aoki (2001, chap. 7)。从这两个观点被区别的域的基本类型，包括共有资源、交易域、组织域、组织场、政

治域以及社会交易域。 
6
 请参照 Aoki (2001, chap. 8)。 



制度通过概要地表现均衡的显著特征，可能成为参与人在达到均衡之前发现均衡的指针。这样一来，

参与人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信息收集和处理，因此能够把应该分配到信息收集和处理上的注意力运用到别

的方面，制度的协助作用(扩大可能性)正是如此。拥有这种性质的制度，通常采取 If-Then规则的形式。例
如 QC小组博弈的例子(谷口 2005)中，“如果对 QC小组的活动积极协调并参与，就会得到同事的信赖，反
之就会蒙受制裁。” 

那么，If-Then规则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North研究了这种制度变化的问题。他认为，“制度是社会
的博弈规则，更为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最终，不管是政治上，社会上

或者经济上，都决定了人们交换诱因的结构” (North，1990, p. 3)。North制度论的特征，在于他把作为博弈规
则的制度和作为参与人的组织相分离，强调作为制度变化创始者的组织的作用。即，组织在原有市场竞争

的规则下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对政治产生影响，由此可能使制度向有利的方向变更。North的制度观只不
过是主张把优秀的智能集结于民主政治程序，通过社会学的设计，来构筑市场规则这种设计论。但是，比

较制度分析则认为通过表征方式的竞争来滋生制度的变化。在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对既存的制度有了

认知的危机感，参与人以新的信息为基础，重新构筑自己的信念。此时，依据新的表征方式来调整它们的

选择。 



 

 

 

 

 

 

 

 

 

 

 

 

 

以上所探讨的比较制度分析的制度观可以通过图 1反映出来。要是考虑企业变化的前后
连贯性，作为改变组织表征方式的远景以及揭示其变化的企业家精神或者领导能力就变得尤

为重要。在企业中，If-Then 规则是如何变化的呢？产生这种变化的前景或者企业家精神
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来判明这些问题。并且，不是重点研究把在经

济中由多样的域所生成的制度的共时性集合视为整体性制度配置，而将研究重点置于构成企

业的多样的域，即把企业视为经济系统(Holmström 1999)。以下将对企业变化和企业家精神
进行论述。 

2 企业变化和企业家精神 

以下将以 Penrose (1959)的企业成长论为主线，对企业家（Penrose的企业家）的作用进
行阐释。企业成长论试图通过对企业的生产机会的变化进行考察，提出企业变化和企业家精

神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对于 Penrose 来说，“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抱有获取报酬的
愿望，策划冒险，特别是将资源或努力承诺于高不确定性行为上的个人心理倾向” (Penrose 
1959, p. 33)。简单地说，所谓 Penrose的企业家，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扩大企业行动范围的
主体，与经营者或者员工的职位没有关系，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或者集团。现实中，在

发现并充分利用市场中扩张的可能性——生产机会方面，企业家的供给是非常必要的7。重

要的是，企业家活动是一种通过对产品、技术变化以及成长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有关的新的想

法的导入和认可，进而对企业的运营提供有益的服务，它与将企业家的想法的实行或者对既

存的运营的监督有关的管理者服务是不同的8。 

进而，企业家活动的质对企业的经营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具体地说，企业家活动的类型

主要有以下四个：第一，与想象力和视觉等相关的直觉型企业家的多方面能力(entrepreneurial 

                                                        
7
对此，她认为“利润是扩大——成长的必要条件。因此，成长是经营者对利润予以关心的理由” (Penrose 

1985, pp. 7-8)。同时，她为了把企业家机能（或者职能的）的捕捉，承认员工或现场劳动者也有发扬企

业家精神的机会。但是，在本文，像已经按时的那样，想把企业家限定为经营者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8
关于企业家服务于管理者服务的区别，请参阅 Penrose (1959, pp. 31-32) 的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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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atility)；第二，资金筹措的才能(fund-raising ingenuity)；第三，通过产品质量的改善或者
提供优质的服务使得市场扩大，从而获得超额利益的企业家的野心(entrepreneurial ambition)；
第四，企业家的判断 (entrepreneurial judgment)。在这四个类型中值得指出的是判断，它是
与企业内部信息搜集或者咨询的组织相关，与企业成长的不确定性和期待形成有很大的关联
9。Knight（1921）强调，企业家的本质在于通过判断应变不确定性。他认为，“联系人们所
处理的问题，对他们进行判断的同时，唯有能够给与他人或事物有效判断的灵感的力量，才

是经营者的本质所在” (Knight 1921, p. 311)，正如上所述，企业中关于人的判断一直以来都
很被重视。此时，进行判断时，意味着进行决策，负有决策的责任与承担不确定的风险。对

Knight来说，企业的本质在于将判断或者决策承担责任的机能的特殊化10。进一步这种机能

的特殊化被称为“顶端集中”现象(cephalization)。即“在不确定存在的情况下，关于应该如何
进行某件事情的决策任务，比实行任务更具有优势的时候，生产集团的内部组织，一方面不

能把它看作无关紧要的东西，也不应该把它视为精密的器械。与生物学中有机体演化相同，

顶端集中现象不可避免，决策和控制这种机能的集权化，亦是不可避免的”(Knight 1921, pp. 
268-269)。 

原本所谓顶端集中意味着头部的眼睛或者鼻子等感觉器官集中的演化，可是在企业中，

高级管理人员，不可能单独进行所有维度的详细判断。在现场所滋生的问题解决或者对劳动

者的监督，由低层管理者就能解决，同时，判断这些底层管理者能力的必要信息，中层管理

者能够很容易的获取。不同的管理分工，决策所必要的知识类型或者实际能够获得的知识类

型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讲，在企业中，多样的特殊知识11是广泛分散的。因此，按照知

识的类型或者质量，左右着决策的内容。即尽管将企业长期的、涉及到全公司资源分配的战

略决策机能委托给高级管理者，也可以把日常的决策和判断交给更低一层的管理者解决12。 

那么，由于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急剧变化，使得组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此时，判断或者

决策的速度已经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要素。在此情况下，依存于以多个主体特殊知识的

分权决策，也许并不是最佳的。对此，Langlois (1998)指出，如果变化很明显，那么，和不
完全契约相对应的剩余控制权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要的领导能力就将

变为领导者的权威。也就是说，与其对于因变化而蒙受影响的多个主体通过交流、劝说或者

信息搜集这种花费时间的分权方式来处理变化，倒不如以特异的权限为背景通过集权的方式

来处理，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效果。这样一来，机敏地把握住大的环境变化，并据此来判断是

采取集权还是分权的领导方式，唯有如此，也许才能够称为真正的企业家。 

Weber (1947)指出，所谓超凡的魅力，和通常的人不同，表现为非日常的或者超人的能
力，其权限不是来自于日常常规的范畴，在和所谓的规则没有关系这一点上，拥有非合理性，

并且由于和否定过去的改革力相关联，所以可能产生出与态度、行为相关的根本性变化13。

但是，正确地判断某人是否具有超人魅力是很难的。原因在于，非日常的能力既可以通过在

经营者这种特殊并且稀少的职位上进行后天的学习而获得，也可能通过获取了该职位本身而

被强化。 

为此，本文在把超凡的魅力视为和非合理性相关联的天赋、才能的基础上，排除职务改

变人的可能。代之仅采用个人的特异属性观点，认为主体唯有具有充分的能力才有可能获得

                                                        
9
 对于 Penrose 而言，判断和其它的三个企业家服务类型不同，是与超越企业家个人能力范围的组织有关

的问题。对此请参阅 Penrose (1959, pp. 40-41)。 
10
 此处的议论请参考 Knight (1921, p. 271)。他把这种机能称为伴随责任的命令 (responsible 

direction)。 
11
 令人想起 Hayek (1945) 意义上的特殊知识。  

12
 M 型组织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思考方式。即日常问题的解决由各个事业部来承担，以使高级管理人员能够

拔冗从长期的视角进行企业的战略决策。 
13
 详细清参阅 Weber (1947, pp. 361-363)。 



该职位。之所以如此，由在后文所要探讨的海尔集团张瑞敏的实例可知，企业变化与意欲创

造出变化的经营者个人意志（意向）及合理性不是没有关联的，因为它是不能仅凭一个超人

通过非合理性的做法，而能够单方面地被创造出来的。另外，企业多样的利益相关者所拥有

的知识和信息是不可欠缺的。企业的变化也依存于他们个人的领导能力和制度的功能。 

在这一点上，本文认为有必要事先探讨一下官僚制组织的特性。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可

以从属人性的权限或者领导能力来代替规则这点上看出。也就是说，组织为了解决日常问

题而设定规则，依据这些规则不能处理的例外问题，则交由科层组织的上层来通过命令和

控制的方法进行处理。代替经营者的企业家精神或者领导能力的判断，就是通过制度来判

断。依存于规则的官僚组织，在企业经营的层面上常常被认为是消极的，但是必须牢记的

是，这恰恰是组织设计不可欠缺的基础。对此，沼上 (2003)曾指出，只要组织是作为组织
来行动，对于某些计划行动，某些处于责任者地位的人不得不对例外情况做出判断。认为

现代企业中官僚制框架将会消失只能是幻想。 

实际上，卓越企业14的成功，并不是由个人超凡的领导能力，而是由组织设计决定的。

用 Collins and Porras (1994)的形象比喻就是说左右企业繁荣的经营者的作用，不是报时而是
制作钟表。例如，索尼的成功，并不是井深大通过划时代的想法吸引了社会的注目（即报时），

而是在于通过尊重企业员工的开拓行为和意见，抑制了企业的短期行为的企业文化或者组织

设计（即，创造钟表）。正如他们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经营者并不是报告时间，而是应该向

创造钟表的方向进行资源的分配，通过展示组织应该的前进方向，创造出强有力的企业文化

或者组织15。 

众所周知，实业家或经营学者关注企业文化的契机是《追求卓越（ In Search of 
Excellence）》（Peters and Waterman 1982)一书的出版。该书把 IBM和施乐（Xerox）视为卓
越企业，通过考察这些企业的惯行和商业模式，强调重视顾客或员工的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

企业成功的关键。可是，在组织研究的领域，很早以前关于企业文化的议论就被展开了。特

别是 Scott (1995)，更是把 Barnard称为企业文化概念之父，并且，恰当地评价了 Barnard(1938)
关于在给与组织成员行动指针的同时，应该注重企业文化对其实现动力的影响的研究。实际

上，Barnard认为，应该通过创造信念，来鼓舞个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合作(1938, p. 259)。组
织的成功，取决于经营者能否通过发扬领导能力，培植组织成员牺牲私利而合作的信念。

Selznick (1957)指出领导能力在于让价值渗透于组织，并将其制度化。对于经营者来说，尽
管发扬领导能力，将组织成员的协作志向或信念内化是必要的，但是却是非常困难的。也就

是说，经营者自身由于信息处理和交流的有限理性，不能够对将来所发生的一切状况事前确

定，亦不能生成普遍的组织价值或信念，更不能把组织完全的控制。特别是，在环境变化的

情况下，经营者关于企业文化的设计应该斟酌的变量，将变得更加多。 

    为此，不仅把价值内在化，而且为了通过表征方式来控制外生的认知有必要着眼于领导
能力的发扬。对此，Pfeffer (1981)认为，所谓经营实质上是一种表征方式的行动，是组织成
员关于在组织内所生成的事务在让意思形成的同时，达到行动的社会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

“极其重要企业家活动，就手段和目的来说是尝试着形成企业成员所怀有的认识。那时，经
营者事业概念(business conception)必须得成为被集团所共有的理解模式” (1998a, p. 175)，这
种见解非常富有启发性。企业的基础在于企业家把什么样的事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实行的

想象，即存在着事业概念，所谓企业就是经营者通过个人所不能实现的事业概念共同来实现

                                                        
14
 Collins and Porras (1994) 认为，所谓卓越企业，指的是拥有在业界优秀的，在经营者之间被公认的，

更是在社会上能够留下足迹的，超越 CEO 的更易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繁荣，并且是 1950 年前设立的等一系列

特征的企业。 
15
 所谓企业的愿景，指的是“我们是谁，有什么样的存在意义以及正在做什么”，是不受市场环境变化影响

的稳固要素。详细请参考 Collins and Porras (1994, Ch. 3) 。 



的分工组织。为此，把事业概念传达给企业成员的交流程序是必要的。可是，控制非正式的

交流是很难的，然而，领导能力使之成为可能。即劝说力、忍耐力以及信赖性等各人所拥有

的能力16。特别是，把关于企业选择集合解释的架构方法，通过劝导让他人学习，是领导能

力的本质要素(Lamoreaux 2001)。 

Alchian and Demsetz (1972)认为，经营者在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对从事
团队生产的组织成员的有限生产力的严密的评价、监督以及报酬的决定。总之重要的不是领

导权，而是激励制度的设计。可是，经营者的监督职能只能部分地实行，更为糟糕的情况是，

经营者有可能和组织中部分成员缔结秘密约定，通过贿赂诱发其懒惰行为，进而通过对团队

全体成员的制裁，实现自己的剩余最大化17。这样，经营者自身可能成为组织非效率的源泉，

能保障他们适当地发挥功能的制度就是治理制度。正如到现在所看见的，应考虑到的不仅是

跟企业家精神或者领导能力有关的正效果，而且还有和有限理性或者道德风险有关的负效

果。在此，得到作为经营者的作用，以判断和企业文化有关的领导能力这个要素作为中心的

经营者职能的第 1个命题。即： 

经营者职能的第 1命题：经营者必须要通过对多个个人的信息搜集和知识转移，来判断
团队成员的能力。并且要以远景为基础，设计或者重新设计促进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抑

制短期行为的企业文化。进一步，通过对组织全体成员渗透以何种手段来实现何种事业这一

事业概念，共同达成个人所不能实现的事业。总之，企业家精神或领导能力是关键。 

但是，请注意，本文并不持有在个人的领导能力和制度之间二者择一的观点，而是主张

必须重视二者之间互动与互补的关系。经营者在理解这种关系基础上，作为组织的建筑师，

为使组织这个钟表能正确报时，要不断地维护它。尽管如此，如果钟表一旦发生故障，不但

不能正确地报告时间，而且进一步修理亦是必要的。组织决不是自动机械，根据环境变化适

当微调是必要的。为此，对于支撑组织活动的技术创新的领导能力的发扬，亦要寻求于个人

的能力。通过由远景所创发的企业文化，构成组织的个人能力被强化，他们超越自己所处的

环境背景（如职位或职能）发扬企业家精神的时候，可以促进组织学习。进而，领导能力普

及于基本的事业概念层面。以下，本文尝试对经营者的领导能力与企业变化之间的关心进行

案例研究。 

3 企业变化的案例研究 

3.1 博弈论的基本框架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了说明企业变化的博弈论。在此，假设存在目前实现了较高

的业绩，但是以前并不是如此的这样一个企业。现有两个员工工作，他们面临着互相协作还

是不协作的战略选择。 例如，他们既可能是工厂装配线上进行产品组装的现场劳动者，也
可能是在团队中正在研制新产品的研究员。总之在他们双方通过协作能够比不合作带来更多

的收益这一点上，是社会所期望生成的状态。因此，可以说企业组织的形成，为共同劳动提

供了便利。另外，在自己选择不协作，而对方选择协作的情况下，由于对方的搭便车行为

（free-riding）可能获得高的收益，自己只能获得负的收益。进而对于两个员工来说，虽然
均希望互相协作，但是考虑到对方会采取非协作的行为，自己的最优选择亦应是不协作。 

  

 

 

                                                        
16
 关于以上的议论请参考 Witt (1998a, b)，以及 Witt (1999)。 

17
 请参照 Holmström (1982) 和 Eswaran and Kotwal (1984) 。 



 

 

  

 

 

  

 
这个博弈拥有如何实现决策和行为相调和的协调博弈特征。关于该博弈的收益矩阵请参

照图 2。员工{i, j}的战略集合，只有两个选择{协作 (C)，非协作 (D)}，假设他们专心地进
行着战略选择，进行博弈。于是存在着协作均衡和非协作均衡两个纳什均衡。可是，一旦非

协作均衡实现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员工期待对方协作自己也协作的可能的行动选择呢。正如

这个博弈所揭示的那样，如果对方采取非协作行为，自己如果由非协作转化为协作，意味着

收益从 0降低到了 α/2，因此不拥有自发的转换协作的动力。这一问题直接转换到，为了打
破这种均衡，一定的自我约束性机制或手段是重要的。 

   可是，与博弈论的说明不同，要是考虑现实世界的制度变化，尽管能够对将来所产生
的事项进行不完全的预测，但并不能预知事前的一切事项。因此，要是考察伴随着新奇性和

不确定性的现实，则把制度的变化单纯地理解为均衡的转化可能是不恰当的。对此，Aoki 
(2001)指出，由于在博弈论的框架内加入新奇性是可能的，所以在所给与的战略集合之下的
均衡向其他被扩张了的战略集合之下的均衡转化是可能的。进而，重要的是，运用博弈论所

分析的均衡的转化，作为第一次近似是有效的，正如 Langlois (1992 p170)所主张的那样，“博
弈论确实是均衡理论，而不是过程分析。但这并不存在矛盾，博弈论通过提供明快的模型表

现，成为对社会制度的生成论或演化论有效的补充” 。即博弈论通过把现实单纯化，为理解
制度的变化提供了出发点。 

但是，正如 Camerer (1991)所指出，把博弈论应用于战略理论的时候，与通过博弈论的
模拟把现实单纯地说明相对，也可能产生把人引入歧途的说明。因此为了判断模型的质量，

采用多个变量的实证测试被认为是必要的。此时，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收集企业的历史信

息，把握变量之间的共识性与历时性问题是重要的(Camerer 1991;谷口 1998)。 
经营者或政治家即使有才能，现实亦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对各种突发事件进行

预测时，他们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正确，但的确指引着组织的前进方向。此时与其说是详细的

方案倒不如说简明并且容易实现更有效。像日产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他借助所作的承诺（如果不实现目标就辞职），把有形的东西加在不确定现实之上，
以决然的态度，通过表征的方法，把其理念传达给他人，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领导能力。 

特别是在企业这样追求利润的组织中，作为经营者，尽管可以用制度代替自己的判断，

但是，当制度和环境需求相背离或是机能不健全时，必须以另一种形态，发扬领导能力。不

然的话，很可能引起无法预料的企业不祥事。他们的领导能力，要是通过表征方式单纯地表

现的话，对于诱发很多的员工或者利益相关者采取适应企业的变化的行动，承担着一定的功

图 2 员工的协调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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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正如在本文中已经确认的那样，比较制度分析在个人在直面某些选择的情况下，着眼于

信念、战略、均衡、概要表征以及竞合的表征方式系统这些要素，考察制度的维持和变化。

例如，东芝工厂事件(谷口 1999)，首先以信念(在该企业要是参加了 QC 小组就能够获得高
的报酬)为基础选择战略 (参加 QC小组)。制度作为均衡的概要表征(QC小组的奖品)，通过
给与个人认知影响来强化信念，形成战略选择的倾向。多数的个人进行选择行为的结果，在

集团的层次上达到了均衡（QC小组均衡）。 

制度由于具有自我约束性而难于变化，诱发制度变化的是，竞争性表征方式系统的存

在。新的表征方式，被现有概要表征所包含，使人们认识发生动摇，诱发人们对于新均衡

生成进行探索。如果超越临界的大多数人，迫于环境而形成新精神心理模式，并基于这种

模式而行动的话，制度就会发生变化。以往，都是通过表征方式来讨论使既存的组织发生

变化的领导能力。在下文中，通过从经营危机状况至实现了好转的企业，即海尔的事例研

究，来理解一下作为企业变化中坚人物经营者的作用。 

3.2  企业变化的案例研究：海尔集团公司 

海尔是总公司位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的一家家电企业18。青岛市是国有企业的地理集中

地，由此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发展起来。最初，海尔的前身是由集体企业青岛东丰电机总厂和

青岛工具四总厂，在 1984年合并而成的青岛电冰箱总厂。这个企业在即将走进破产的边缘
的时候，1989年改制为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并且 1991年琴岛海尔集团公司成立，1992
年 12月琴岛海尔集团正式更名为海尔集团。说起海尔，不能不提起张瑞敏，他被称为“海尔
成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1984年就任青岛电冰箱总厂的总经理以来，一直作为海尔的 CEO
致力于企业的经营革新19。他作为理想所描绘的远景就是紧贴市场的产品研发和销售。这就

是被称作市场导向型经营。以下对其制度革新的过程进行探讨。 

海尔，最初在冰箱的生产上进行特化（专门从事冰箱的生产），通过品质改善来致力于

品牌的育成。其后，随着空调和制冷器等制品生产线的扩大，在中国国内，从地理情况上

来看活动据点也逐渐扩展。1990年末，采取先难后易的战略，进军全球市场，即是一种首
先进入条件苛刻的市场，在建立了一定的信用之后，再以相对之下条件宽松的市场作为目

标的战略。接着，在1999年4月，美国海尔生产中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市附
近的汉姆顿举行奠基仪式，然后于2002年3月，收购了百老汇（Broadway）有名的大厦，并
在那里设立了美国本部20。再者，同一年，海尔集团与三洋电机株式会社联合在日本大阪新

大谷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合资成立“三洋海尔株式会社”，主要从事冰箱，制冷器，洗
衣机，空调等等产品的销售和进出口业务。 

前面叙述了海尔被称作市场链的顾客导向型经营。对此，由于海尔对于消费者的需求

反应机敏，产品创新已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例如，1996年在四川省海尔洗衣机招致了排
水口堵塞的索赔。为此，售后服务负责人在现场调查，得知这个顾客经营农业，用洗衣机

洗红薯。在确认了顾客又能洗红薯这种需求之后，海尔对这个需求机敏的反应了。结果，

1998年能洗红薯的两用洗衣机开始投入市场了21。 

时下，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海尔，在 1980年代频临破产时凌乱不堪，很多员工一边吸烟
一边生产，生产的冰箱也质量很差。当时，冰箱对于中国来说还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普及率

仅达到 0.2%－0.3%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张瑞敏将不合格产品排起来，让员工对为什么会
出现不合格产品作出解释，并用锤子将其砸碎。这一事件，不仅将经营者重视产品质量的姿

                                                        
18
 以下关于海尔的记述来自于杉田 (2001, 2002a, b)和王 (2002)。 

19
 他 1998 年 3 月作为中国第一个走上哈佛讲台的企业家作了精彩的演讲。 

20
 海尔收购的楼在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是里程碑式的建筑(Landmark Building) 。 

21
 关于这个插曲请参考莫 (2002, pp. 135-136) 。 



态，率直的传达了，而且运用休克疗法改变了士气低落的员工的意识。 

  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海尔所张贴的“发现不了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的宣传画吧。这意
味着，不能发现问题的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在张瑞敏的领导之下海尔实现了急速的成长，

可是员工更应该致力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组织学习——。并不是依存于个人的领导能
力，而是以其为起点，通过组织全员领导能力的发挥，产生有助于市场链演化的意志。经营

者即便是提出来革新的远景，或者是拥有优秀的能力，要是没有为了特定目的而协作的个人

集合体——组织，来弥补经营者的工作——战略，亦不能实现面向业绩的提高和成长的致使
协调或者创新22。 

 另外，海尔存在着能够让个人准确地遂行任务的独特的企业制度。即 SST 制度和定期
定量淘汰制度这种激励系统。前者是指：索酬、索赔、跳闸的内部市场链管理制度。所谓索

酬就是通过建立市场链为顾客服好务，从市场中获得报酬；索赔和跳闸则体现了市场链管理

流程中部门之间、工序之间相互协作关系，如果不能履约，就要遭到索赔或内部控告。 

通过这个制度，要是能够有效执行自己的任务，就能够获得报酬，反之则受到制裁，这

种理念在企业内固化。最终，对于企业来说，必要的是评价员工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执行了他

们的工作，同时，将业绩评价结果在组织成员之间共有，期待着更好地实现任务。在这一点

上，彻底实行了严厉的淘汰制度和以业绩为基础性的报酬制度的定期定量淘汰制度。即在生

产现场，直接公布业绩评价结果，同时记载被淘汰人员的名字和理由的制度23。 

这一系列制度是为了解决员工激励问题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在组织内创建的制度。但

是，也存在着通过专门教育来培育优秀管理人员的制度，这就是海尔大学。同时，每周一次

的高级管理人员聚集在一起通过经营学和案例研究，进行研讨。通过设置这样的教育机关，

会形成“要是缺席，就会赶不上所讨论的经营话题”这种共有信念，这样对组织能力的储蓄以
及信息的共有的激励，进一步被强化了。如此一来，海尔通过独特的制度，让人们的心智模

式发生变化，实现了企业再生。 

以上，是对海尔的案例分析，正如比较制度分析所指示的那样，表征方式对于企业变化

来说，是不可缺的要素。即比较制度分析把概要表征和共有信念视为制度。就如“要是在日
本大企业就职，就能够直接工作到退休”这种“终身雇用”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制度实质上就
是人们之间共有的 If-Then 的规则。那是人们先于均衡发现均衡的指引24。他们在和其他人

相互作用的时候，首先会预想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并以其预想为基础，选择特定的行动，

最终在集团内达到均衡。那个时候，表征方式作为均衡的要约表现，起到了把人们的信念予

以协调的作用。在海尔案例中，制度通过如下形式发生了变化。即： 

                  

 

 

 
并且，通过以上的案例研究，又得出经营者职能的新命题。即： 

经营者职能的第 2命题：经营者作为表征方式代理人，有必要对于企业的变化，指出新
的应该前进的方向。并运用朴实易懂的远景，来协调员工的信念和行为。为了改变企业制度，

                                                        
22
“组织弥补战略(谷口 2005) 是本文重要的信息之一。 

23
近年来，逐渐转型到强调实行员工自主管理的制度。  

24
 对此请参考 Aoki (2001, chap. 7) 。 

  [海尔的企业变化] 

「即便是产生劣质品也没有问题吧」

张瑞敏的领导能力和市场链（远景） 

「如果对顾客导向经营予以协作就能够获得报酬反之就会被制裁」 



有必要让超过关键多数的员工对既存企业制度产生怀疑，以及让其认识到新的企业制度的优

势，并要求其探索新的表征方式。 

经营者所提示的远景、指导亦或经营者行为本身，成为新的表征方式，通过把既存企业

制度置换为可能的概要表征，不仅员工信念会变化，而且行为会变化，如果能协调好这些改

变，必会带来企业的变革。 
本文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考察了企业的变化。经营者并不是报时人，而是应该成为

造钟人，必须创造出能够把组织应该前进的方向——远景，简明易懂地传达给多数人的强有
力的组织。并且经营者本身也可能成为人们行动指针的表征方式的化身——表征方式的代理
人。无论是战略还是组织，随着环境的变化，会变得陈旧，在创造出企业变化之后，表征方

式就会拥有的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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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 spirit or leadership is obviously important and entrepreneurs are often called 

managers or executives in modern economy.  Firms adapt environmental chang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anagers’ authority.  This paper reexamines manager’s autho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leadership and analyzes how environmental changes stimulate firm institutional 

change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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